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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藏、汉、蒙、回、撒等多民族聚居区镶边青藏高原，将藏族主要居住的西藏包裹其中。近代国家社会变革

频仍，在国家权力不断向边疆扩张的趋势下，藏边多民族聚居区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也在适时调整，体现在民族纠纷解

决主体、方式、规范、程序等方面。主体在国家、寺院、民间的互动中形成了国家主导下的新的平衡；方式分为 “合

意”与 “决定”两种；规范则在冲突与融合中以国家法、习惯法、宗教法为依据不断进行着调整、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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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被视为社会变革的激剧时代，与清前期中
央政府对边疆的经略相比，这一时期表面上波澜不
惊，但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制度性选择却悄然加
速。以甘青藏边多民族聚居区为例，国家权力由浅
入深不断浸润，各种文化、规范碰撞、融合，各项
制度也适时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藏边民族纠纷
解决机制不断进行着调整、变革。

一、互动与权变———近代藏边民族纠纷
解决主体的选择

民族纠纷解决必诉诸于一定的权力，而权力源
于对某个对象的崇拜、认同或畏惧。国家是政治认
同，宗教是精神信仰，习俗是自我规范。国家、宗
教、习俗等权力分别体现于国家机构及其意识形
态、寺院及其宗教文化、民间组织及其风俗习惯之
中。近代甘青藏边多民族聚居区，国家、寺院、民
间三方权力在中央威权向边疆扩张的背景下，其互
动与权变适应于边疆内地一体化的趋势，形成了新
的三角平衡。

（一）政教寺院。甘青藏区藏传佛教寺院作为
民族纠纷解决的主体之一，具备政教一体的半官方
性质，这些寺院不但统摄许多小寺院，而且还辖有
许多部落，集教权与政权于一身。如拉卜楞寺辖区
内的许多民族纠纷产生后，可不通过官方，直接由

寺院出面保释便可甘结。如在拉卜楞寺与隆务寺的
纠纷中，循化厅抚番府处理的程序是 “陆续调齐隆
务新旧昂锁、拉布塄皇仓捏力哇及古的仓工拭卜并
该两造僧俗头目、乡老等，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
初八日在卡家寺两造适中地方，会讯互执，喝令将
两造头目押交案犯，按律惩办。随据隆务新旧昂
锁、拉布塄皇仓捏力哇等具结保释，求照番规在下
议处。”①在这一案例中，官方作为纠纷解决优先选
择的主体，拟按律惩办，但因寺院出面 “保释”而
退居其次，官方权力分流于寺院，最终以番规议
处。又如光绪年间，买吾与黑错两部落发生纠纷，
表面原因是对于道光年间 “古的仓评议”②的争议，
实际上是由于 “道光二十六年，黑错滋事，隆务寺
具结承保”引起的，两个部落出现纠纷，只要隆务
寺出面承保便可以甘结，一方面说明隆务寺势力强
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寺院在当时享有较高的政教权
威，经常被选择为纠纷解决主体③。
从主观上说，官府对寺院作为纠纷解决主体的

认可，表现了国家权力对地方传统的包容，但受大
一统意识的支配，又极力寓限制于利用之中。如光
绪年间河南蒙古郡王与隆务寺发生纠纷，隆务寺出
兵，迫使 “郡王与隆务寺交过牛马三百匹、羊一千
支、元宝银十五个。”对于隆务寺擅自出兵并收取
挡兵之费，官府强烈表示不满，严厉警告下不为

０６

DOI:10.16783/j.cnki.nwnus.2012.01.011



例：“蒙番各族嗣后如有彼此争夺案件，不行赴官，
听候审断，辄敢擅行出兵者，定将兵行抢夺各物及
收得挡兵之费先行追取入官，并将擅行出兵之头目
严行惩办。”④更常见的策略是将寺院的纠纷解决主
体角色纳入到官府的制度安排之中，如番案中自首
投诚的案犯，经佛寺承保后，须由官府施以恩威，
体现国家权力的主导地位。如光绪十二年，“乜乃
亥、娘本、阿粗乎羊情愿进城投案见官以明真心无
他，经六寺承保不致为匪，经宪台恩威并施，可期
从此相安。”⑤在民族纠纷的解决中，寺院作为解决
主体的选择是在与国家的互动中形成的，权力流向
寺院是官方权衡的结果，其前提是以较低的成本稳
定社会，这在藏族社会内部或蒙藏之间纠纷中最为
常见，官府无力查办的历年积案，也 “多委各寺喇
嘛为之和解赔赃”⑥。

（二）民间力量。藏边民族纠纷解决中的民间
力量不仅仅来源于部落、家族等地缘或血缘组织，
还包括一些有影响的民间人士，如乡老、活佛、熟
知番事的喇嘛、邻里等。如在买吾与黑错的纠纷
中，古的仓活佛出面使各方达成协议，“僧俗皆服，
援以为例”⑦。古的仓活佛并非握有政教权力的一
寺之主，仅凭个人威望在纠纷解决中起到了关键性
的作用。清末藏边民间 “遇事格斗，从不报案”⑧，
只有在酿成重大纠纷时才会上禀至官方，因此民间
力量在甘青藏边日常民族纠纷解决中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即使在官方受禀案件后，也往往倚重民间
力量解决纠纷。如循化厅下属的沙沟与卡家寺争佃
世斗不息，常复兴讼， “光绪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卑前厅安丞福又亲笔批示，该两造房屋田地各管各
业，再不准狡赖兴讼；该两造寺院内官见捏力哇各
派各人执管，不准藉势专权，各条附卷在案。江洛
仍不遵从，互杀多命，直至光绪六年，经番回乡老
说和。彼时无拉寺主谋助势，均听劝息兵，各管各
佃，业已十年安静无事。”⑨循化厅判案未能使双方
信服，最后凭乡老说和息兵而相安无事。同治十二
年，龙哇与卡家纠纷难以甘结，循化同知九月十一
日曾谕隆务寺昂锁、沙沟寺法台、黑错寺番：“查
尔昂锁、法台、番僧为人老成端方，番族信服。合
行谕知，谕到仰该昂锁、法台遵照，速会同前往龙
哇、卡家两处，将二比争管庄寨私仇，秉公评
处。”瑏瑠循化厅九月十三日又谕阿让丹坝喇嘛、买吾
红布乡老、黑错管家老人、沙沟寺管家老人：“本
署分府现亲来查勘结办，亦须采择舆论。查该丹坝
喇嘛、红布乡老、管家老人前曾与龙哇、卡家评

处，熟知其中情节，且老成公正，信著番族，合行
谕调。”瑏瑡说明官方在遇到棘手纠纷时，有意识地依
靠民间力量处理。

（三）官方组织。从 “羁縻”制度到 “因俗而
治”是中原王朝对边疆统治方式的根本变革，国家
权力由此逐渐深入藏边。雍正十一年，清廷以 《番
例条款》作为管理甘青藏区的过渡法条，本欲五年
后即以 《大清律》替而代之，但因 《番例条款》适
宜番区实情，一再延期，遂成定例。 《番例条款》
的颁行是国家权力开始主导藏边民族事务的标志。
此后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绳以官法”瑏瑢的呼声越来
越高。民国时期，随着国家近代化步伐的加快，在
国家、寺院、民间的三角互动中，国家权力日益凸
显，不断压缩寺院、民间的权力空间，军阀的崛起
则几乎窒息了后者的存在，后者不得不寻求中央权
威的制衡。甘宁海镇守使马麒与拉卜楞寺发生纠
纷，马麒竟纵兵围寺焚掠僧俗，拉卜楞寺僧俗民众
控诉马麒至甘肃省政府，瑏瑣执政府秘书厅致马麒电：
“既称维护番众，何以酿成战事，既使开战，何以
事前无一字呈报？”瑏瑤同时中央派甘肃督军府陆洪涛
前往查办瑏瑥，陆洪涛多次致电甘肃督军署驻京办事
处董士恩通报此案的详细处理情况，最后处理结果
仅是 “勿得再有残害番众情事”的一句训令。瑏瑦军
阀实际上代表着国家，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的军阀化
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藏边政教一体被搁浅后国家权力

的长驱直入。国民政府时期，在限制军阀的同时对
藏边也有所作为，如为嘉木样活佛颁赐册印，保护
藏族僧俗利益。抗战期间，在五世嘉木样的宣传
下，甘、青、川、康四省边区各族民众踊跃抗战，
国家、寺院、民间 “三角”互动达到了新的平衡，
但国家权力扩张的总趋势却未曾改变。在卓尼禅定
寺与洮岷路保安司令部的纠纷中，蒙藏委员会快邮
代电：“甘肃党局饬令杨太太交出印信，仍请宋堪
布获理，然胡专员及刘局长对此仅谓党令其交出，
实则不过敷衍而已，故宜由政府勒令其交出。”瑏瑧保
安司令部属于政府设立，但其组织与管理则由当地
部落头目来担任，寺院与其发生纠纷时由蒙藏委员
会给予解决的意见，国家权力已经深入到寺院、部
落等基层组织中了。而以另一份关于争夺草山引发
纠纷致命的判决为例，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甘肃
省政府特别法庭对被告夏河陌务总土官杨占仓、卓
尼北山三旗头目麻周因争夺草山致命案件做出了判

决，判决书以主文、事实、理由三个部分对案件的
缘由及经过进行了详细描述瑏瑨，后附有审判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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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官、军法官、书记员的名字。甘肃省特别法庭介
入藏边民族纠纷解决是国家权力取代寺院、部落权
力完全深入藏边多民族聚居区基层社会的体现，国
家主导民族事务处理为边疆内地一体化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二、合意与决定———近代藏边民族纠纷
解决方式的选择

纠纷解决一般存在两种方式，即合意与决定。
合意即是遵照利益交易规则，使当事人之间达成合
意，决定即是当纠纷当事人无法就利益交换达成合
意时，由赋予权威或权力的机构以自己认为合理的
条件强制双方进行交易。“合意”与 “决定”作为
纠纷解决的两种模式，分别契合了不同的正义理
念。“合意”的选择前提是对利益分配方式的认可，
“决定”的选择前提是权威与正当性的存在。

（一）“合意”方式的选择

１．“合意”方式选择的条件。藏边地区民族成
分复杂，政治、文化独特，部落、寺院、官方机构
所代表的各种权力交织在一起，使民族纠纷解决有
多种路径选择。在这样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中，
“合意”方式的选择必须依赖两个条件，一是以民
族文化为基础，二是以习惯法为导向。以隆务昂锁
与蒙古郡王纠纷案为例，在循化厅的协调下，蒙古
郡王与隆务昂锁达成合意：蒙古郡王赔偿命价四十
五个，归还帐房、锅碗及抢取的马、驴、衣物，并
给番俗靠头硃字藏经一部；隆务寺沙力仓新旧昂
锁、三寺喇嘛、千户、百户、红布等具结领状，并
承诺日后不再滋事，安静务业。瑏瑩番案纠纷以罚没
为习惯，从一九起，有五或十二等罚没规定瑐瑠，此
次纠纷的解决固然有官方协调之力，但更主要的是
依据民族文化的习惯法，就番例中 “纠纷罚没”达
成共识，从而签订了利益的分配契约，实现了双方
互利的交换目的。

２．“合意”方式选择的过程。“合意”方式选
择的主体有国家、寺院、民间组织等，“合意”方
式解决民族纠纷最初由民间力量来实践，而后会上
移至寺院、官方，在民间、寺院无法达成合意解决
时，官方机构总是以国家权力的法柄使双方利益分
配相对均衡。以光绪年间中库与孟达争山一案为
例，据 《西宁府为查办中库、孟达争山一案情由的
详》记载：

　　青海西宁府所辖区内撒回孟达欠番族中库钱粮两

债，俱系利上加利，积累而成，中库逼还本利，不惟

此项巨款一时难于拿出，孟达其受盘剥之害，心甚不

甘，于是衅启争山，酿成大狱。后经乡老韩木洒、尖

错等调处了结，但因将债数耽起数日，使中库巨款虚

悬无着，此后报官，西宁府抚番府以查厘金为由，沿

途探访案情，查得中库与撒回孟达因债务纠纷而争山

酿成事端，而所争之柴山为两造公采之地，势必引起

祸乱，经西宁府裁夺，将柴山归中库管理，中库应拿

出价银二千两交与孟达撒回，孟达伤毙中库番子五

命，照番规赔出命价银二千五百两，即从柴山价内全

数划扣清楚，中库番子伤毙撒回孟达十命，应照番规

赔出命价银五千两，俱钱货各半，现除已交钱一半

外，其余一半均由小的、尖错等陆续催缴，不得短少

分厘。瑐瑡

从此案的处理过程可以看出，案件最终能够甘结，
除了仍依番例处理，互赔命价外，更主要的是抚番
府抓住了纠纷的主要症结，进行了行政指导，促成
双方达成合意。一方面体现了国家权力对以民族文
化为基础的习惯法的遵循，从法律层面上来讲，也
是国家法对习惯法的包容；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国
家权力已经扎根于民族聚居区的土壤中。随着国家
权力扩张，两者即会在碰撞中达到融合，使近代藏
边民族纠纷解决方式从 “合意”转向 “决定”。
再以民国时期拉卜楞与刚叉寺械斗纠纷为例，

“若照番例办理，自可持平了结”，但因两寺分属西
宁镇与河州镇两个行政区域，河州镇有河州驻防之
西军，“若处置稍失其平，冲突即所难免”瑐瑢，甘肃
省政府不得不电谕河州镇守使裴建准、西宁镇守使
马麒和衷解决。
以上两案反映了藏边纠纷解决方式选择上的变

化，传统上依番例即可甘结，但随着国家权力的不
断扩张，藏边民族纠纷解决方式更多地从 “合意”
转向了 “决定”，不过，这种传统格局被打破后又
出现了新的尴尬，那就是国家对藏边多民族聚居区
的制度供给不足，无法完全满足各民族的法律需
求，但这只是暂时的，民众对国家、部落、寺院三
者权威与公正性需求的提高会塑造一个新的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国家作为主导，秉持抓大放小原
则，平衡 “合意”与 “决定”的关系，这也是近代
藏边民族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一个特殊性。

（二）“决定”方式的选择

１．“决定”方式选择的条件。藏边民族纠纷解
决的 “决定”方式的选择几率随着国家权力不断扩
张而提高。藏边民族聚居区民族成份复杂，宗教信
仰浓厚，元代以来土司制度是中央实施于当地的基
层政治制度。清朝从平定金川、处理瞻对事件及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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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民族反抗等军事活动入手，大规模实行改土归
流，国家权力向着藏边长驱直入，这是民族纠纷解
决 “决定”方式产生的背景。在此过程中，国家权
力的权威与公正性是 “决定”方式选择的必要条
件，当国家权威与公正性受到质疑及其 “三角”互
动失去平衡时，其决定就会失信进而失效，从而造
成社会动乱。因此解决民族纠纷 “决定”方式的选
择也带有一定的条件：一是国家的权威及公正要同
时在场，二是尊重民族的宗教与文化。

２．“决定”方式选择的过程。国家权力扩张背
景下藏边民族纠纷解决方式选择过程及其变化，从
四川松潘上阿坝与甘肃拉卜楞之纠纷个案可见一

斑：据岷县专署民国三十六年发给甘肃省政府的电
报， “上阿坝多夏之子因盗走上六寨人民之牲畜，
郭莽寺僧官着六寨人民追赶，将盗围于仍部村落之
内者，经月余解围”瑐瑣。郭莽寺系拉卜楞属寺，为
争六寨拉寺与上阿坝结下了仇，因上阿坝教权归拉
寺而政权归四川，两者在界务方面又存在着矛盾，
这应该是双方纠纷的起因。继而四川松潘行政辖区
四川第十六区专署何本初在上阿坝视察时，听信祥
恩土官的谗言，提审郭莽寺方面的旦巴，旦巴愤懑
之极暗杀了祥恩土官，并发生械斗。纠纷产生后，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发文令甘肃省政府查

清事由，省政府民政厅会保安司令部拟办，经拉卜
楞保安司令部、岷县专署的实地走访调查，瑐瑤民国
三十七年六月甘肃省民政厅呈给了省政府主席关于

处理上阿坝纠纷办法的请示文件，主要内容包括：
四川第十六区专署电报黄正清干预松潘所辖上阿坝

行政，主张上阿坝应归松潘管辖、葛摩寺不能干涉
上阿坝行政、旦巴谋杀土官应由黄正清负责、被黄
正清命令撤换的土官应一律复职；而黄正清司令电
报此案经由：四川省行政力量并未达到上阿坝地
区，四川十六区何专员至松潘考察时仅凭祥恩土官
一面之词，即传集旦巴等讯问，遂酿成事端。瑐瑥“处
理此案应就边区习惯以番规为准”瑐瑦。在中央执行
委员会组织部、甘肃省政府及其民政厅和保安司令
部、四川省政府、岷县专署、拉卜楞保安司令部等
官方参与下，以番例番规为基础，“饬黄正清司令
迅将上阿坝历次发生纠纷经过及部落分布情形，与
以往土官产生方式详为具报；祥恩土官与六寨不睦
乃为历次发生械斗之主因，拟建议行政院转饬四川
省政府就近指派有声望之土官，会同本省拉卜楞寺
依照番规番例平允解决，永息纷争。”瑐瑧

实际上若按番例番规，寺院及民间组织即可以

处理，但是从中央至地方基层的国家职能部门都非
常重视，在调查清楚后由甘肃省民政厅作出处理意
见。在民国时期，藏边民族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双重
选择性，即可以是 “合意”和 “决定”两种方式，
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国家权力已经深入民族聚居区，
因此对于民族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带有明显的倾

向，“决定”方式的选择成为标准答案。随着民族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国家权
力以权威与公正性成为民族纠纷解决的主导时，
“决定”方式便成为一种不可抗争的藏边民族纠纷
解决的必然选择。以上则杨占仓争夺草山谋杀人命
一案为例，无需寺院、民间、寺院的调处，通过对
案件的调查取证，依据刑法判决麻周有期徒刑五
年，剥夺公权五年，杨占仓谕知无罪。瑐瑨整个案件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理由充实，审判有序，充分
体现了国家权力的绝对公正，是 “决定”方式解决
近代藏边民族纠纷典型案例之一。

“决定”与 “合意”作为藏边民族纠纷解决的
两种方式，它们之间也是互相转换的，转换的条件
是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国家权
力扩张为 “决定”方式的选择创造了条件，民族传
统文化的发展为 “合意”方式的选择提供了机遇。

三、冲突与融合———近代藏边民族纠纷
解决规范的选择

近代藏边民族纠纷解决规范是藏边民族传统文

化与中原法律文化整合后而形成的，从法社会学来
分析，在处理民族纠纷中，多层次的纠纷解决规范
是较好的选择。以法律文化为视角，近代藏边民族
纠纷解决规范大体可以分为习惯法 （包括宗教法）
和国家法两个层面。

（一）习惯法。“法文化传统是在各自族群的社
会生活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它与各自族群特定
的生产、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和婚姻惯
行密切相关。”瑐瑩 习惯法是对法文化传统的集中反
映，近代藏边民族习惯法是以藏族文化为基础，吸
收了其他各民族文化而形成的，它是建立在民族法
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始终是民族纠纷解决的规范之
一。具体而言，罚服、立誓、保释最能体现藏边民
族纠纷解决所依赖的习惯法。

１．多以罚服为主。“罚服”指罚取当事人的财
物作为惩处的方式，从而使纠纷得到解决。甘肃按
察使顾济美曾上乾隆番例展限一折曰：“杀人者死，
原为遵守行成律，但番民僻处蛮方，各因其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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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律例素不相通晓，未便全以内地之法绳之，不
若以番治番，觉于夷情妥协”，“嗣后番民自相戕杀
命盗等案，似应仍以番例罚服完结。”瑑瑠罚服不仅仅
包括罚牲畜、钱物，还包括送分子等。

２．“立誓”可代 “罚没”。在一般情况下，以
罚没为主，只是在无力纳罚时才立誓。《番例条款》
中有：“无力纳罚服牲畜者，令小头目于该部落内
选有颜面之人立誓。”这也说明立誓并不是当事人
的个人行为，它带有一种明显的 “保释”或连坐色
彩，如 《番例》所述：“若隐匿盗贼及其行窃之处，
不行承认者，令其伯、叔立誓；如无伯、叔，令其
伯、叔之子立誓。”瑑瑡

３．宗教领袖和部落头目有保释权。此保释与
现代意义上的保释有所不同，它不是在尊重当事人
的人权及认定当事人无罪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司法行

为，而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民族聚居
区出现的一种已经形成习惯的纠纷解决规范。如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在卡家寺两造适中地
方，会讯互执，喝令将两造头目押交案犯，按律惩
办。随据隆务新旧昂锁、拉布塄皇仓捏力哇等具结
保释，求照番规在下议处。”瑑瑢 又如 “各该红布老
人，始于十月初一、初三两日传集到案，准其保释
前押数人。并据原派，查实两造赃命，照依番规评
议。”瑑瑣可以看出，保释一般由寺院的新旧昂锁、捏
力哇及红布老人出面，保释后处理则是以番规为
准，保释已经成为解决纠纷的主要习惯法之一。

（二）宗教法。若要将宗教法从习惯法分离出
来的话，那么只能以宗教教义教规的法律适应性及
宗教机构的司法化两个方面来说明宗教法在解决民

族纠纷中的规范作用。

１．教义教规的法律适用性。对于藏传佛教及
伊斯兰教而言，拥有教权的一般为活佛、阿訇，他
们经常利用教义教规对民族纠纷案件进行解决。如
在藏边民族纠纷发生时，官方首先令寺院的昂锁、
堪布或当地具有威望的喇嘛谕饬纠纷双方，并派对
佛经较为熟悉的活佛进行讲说，光绪二十三年，黑
错与买吾纠纷中，循化厅会同洮州厅难以查办，后
经佛僧化旦仓讲说，此案不日速为了结，“查佛僧
化旦仓身充佛门，尔番子素以信服佛法，听从讲
说，不准私自械斗。”瑑瑤化旦仓讲说并不是一般的讲
和，而是以佛法进行感化，使双方信服。实际上这
些宗教的教义教规已经被赋予法律的意义，而且具
有一定的法律适用性。

２．宗教机构的司法化。近代藏边民族纠纷解

决中宗教机构司法化的主要表现是 “业仓”独立的
审判权。政教一体的寺院作为半官方性质的宗教机
构，除拥有教权外还替代官方行使政权，随着国家
法律文化近代化，寺院也会与县同步设立司法机
构，专门从事解决本地区民族纠纷的相关活动。如
民国时期，夏河设县，下设立司法处，而在拉卜楞
寺院内也有专门的司法管理机构，“业仓”即是专
门从事司法管理的佛僧。民国二十五年马鹤天在夏
河所见的寺院司法机构为：“即在中山街外，有屋
数进，愈进愈高。大门外有高杆二，如内地之旗
杆。大门内为勤务室，有藏妇七八人服劳役。最后
正房为法官室，有法官一人，由寺中选派之，三年
一任。”瑑瑥这实际上就是寺院所属的司法部门，因为
法官是由寺院而不是政府委派，“业仓”就是负责
这些事务的总法官。这些机构与县署的衙门在处理
纠纷案件时是平级的，一般来说，藏与汉或回发生
纠纷时，藏民多半上诉至 “业仓”，因为 “业仓”
作为藏族宗教信仰的圣地之法官，在判定时多依据
习惯法，藏民胜诉把握较大；若汉、回与藏发生纠
纷，汉、回则上县署起诉。同一地域，存在着双重
的平级司法管辖权，难免有些纠葛。“回、汉民在
‘业仓’诉讼，不免吃亏，败诉者又来县署起诉，
但藏民被告或在县署败诉者，又往往直赴 ‘业仓’
起诉。盖藏民心理与习惯，信任 ‘业仓’，较县署
为深也。”瑑瑦这就造成同一案件来回重审，既浪费了
司法资源，又不利于形成对法律文化的价值认同。

（三）国家法。国家法是相对民间法而言的，
民间法包括习惯法、乡规乡约等约定俗成的不成文
法，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冲突与整
合，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互补、共生的关系。近代
藏边民族聚居区的民间法无处不在，但在近代国家
权力向边疆扩张的趋势下，国家法作为上位法也逐
渐深入到基层社会，这一过程最先表现为国家法律
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冲突，最初的实践可以追溯
至清前期，以 《番例》的颁行为标志，而后便迎来
了长期的交融与互动。因此在近代藏边民族聚居
区，国家法与民间法同时存在，均为民族纠纷解决
规范依据。与民族纠纷解决有关的国家法主要表现
为国家制定的有关民族纠纷的法律条文、国家法所
吸收的民间法。国家法在民族纠纷解决的实践中，
充分体现出维护国家统一、中央权威的原则和 “因
俗而治”的原则。这些原则实际上就是民族纠纷解
决规范的法源。

１．维护国家一统的原则。国家法将国家统一

４６



的根本意志贯穿始终，在国家权力已经达到的区域
无不体现这一意志。在藏边民族纠纷解决中首先要
遵循的原则便是国家统一。国家法地方化一个重要
的条件就是基层政权的建立，只有靠这些机构才能
使国家法得到具体实施。清雍正以后，藏边 “已归
州、县、卫、所、营、汛管辖之番民”，其纠纷由
“该管上司核批缉究”，必要时由该管土司核转，同
时在民族地区极力推行千百户制度和乡约制度，以
保证执行力度。在纠纷解决中，若有破坏国家大一
统的活动，国家将进行严厉镇压。

２．维护中央权威的原则。边疆民族聚居区政
治、文化、地理独特，民族纠纷解决的手段因地制
宜，但由于近代国家权力的扩张，中央政府的权威
也会深入其地，因此在民族纠纷解决中，对蔑视中
央权威的行为或 “关系边疆大局之案”会严加查
办，“不得因有罚服之例，稍有宽容，以致法轻易
犯”瑑瑧。如多哇与蒙古郡王的纠纷解决中，循化厅
发给批郡王的禀： “奈该番执迷不悟，强横如故，
自取其死，是以本府已于前月禀请中堂及各宪发兵
剿办在案，庶此后生熟各番知本府言出法随，有犯
必惩，伊等从此可仍免生事端，亦可免全庄被祸之
惨，亦火烈而民畏之则鲜死，未始非保全番愚之一
道也。”瑑瑨两方纠纷已按番例处理，循化厅也多次调
节，但多哇不服且置之不理，激起循化厅的反感，
禀宪台发兵剿办。可见维护中央权威是近代藏边民
族纠纷解决中所遵守的规范之一。

３．“因俗而治”的原则。“因俗而治”实际上
是国家法在民族聚居区的变异， “因俗”是手段，
“治民”是目的，这种原则是 “国家法”与 “民间
法”相互调适的结果，国家法吸收了民间法成份，
从而使民间法上升为国家法，以此来治理民族聚居
区。民国初年，许多债务纠纷因社会动乱，变革较
快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政府出台政策以抑制，但因

地方实情而不能彻底清除债务纠纷所带来的麻烦，
马鹤天在西北考察时曾记载：“近年来有因债务纠
纷，致滋诉讼者。法院按中央规定，利息不得过百
分之二十判断，近已稍好，但许多人以为不合地方
实情，颇滋异议。盖高利贷为司空见惯，认识当然
异也。”瑑瑩国家在处理民族债务纠纷时规定按不高于
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偿还，但因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状况，高利贷则被人民接受，因此国家如何解决这
些纠纷成为难题。要做的只能是因俗而治，灵活处
理，不然则会滋生事端。制度安排也是因俗而治的
重要内容，如光绪二十二年在处理舟曲黑番四旗仇
杀报复一案后，地方官议定除弊章程十条，其中规
定旗内词讼由官府派出的衙役长限受理审断，旗内
总管参与评讲，总管在各旗头目内公举，赴洮州衙
门拈阄后领取木牌，呈土司衙门查验，给照立案，
三年一换瑒瑠。可见官府在解决民族纠纷实践中首先
着眼于制度安排，官府、土司、政教一体的寺院或
有威望的民间人士，多方结合，共同来完成对这一
时期民族纠纷解决的实践活动。国家法、习惯法、
宗教法三者之间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相互包容，
渐趋融合的，国家法与宗教法、习惯法在司法实践
中经常冲突，但是也会在冲突中逐渐融合，这种融
合不仅仅是指国家法因宗教法和习惯法而改变，也
是指宗教法和习惯法在国家权力扩张下吸收国家法

的文化乳汁后异化。
若将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动因确定为国家

权力扩张有些偏激，但以国家权力扩张为视角，民
族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容基本上包含解决主体、解决
规范、解决方式、解决程序，国家权力、宗教权
力、民间力量三方互动下权力变化导致解决主体在
国家、寺院、民间之间变换；解决规范主要依据国
家法、习惯法、宗教法；解决方式分为合意和决定
两种，解决程序中国家与部落的选择有所差异。

［注　释］

①⑦瑑瑢　 《会办番案详报拟结折稿》，青海省档案馆，档案

号：７－永久－２９２５。

②　据青海省档案馆 《会办番案详报拟结折稿》记述：道

光二十六年黑错滋事，经隆务寺具结承保，则盖 （又

称作盖，光绪时又称买吾）归隆务管束。但后又不断

发生纠纷，则盖戕杀转僧达瓮巴，同治初年，古的仓

活佛调解：“则盖自戕杀转僧达瓮巴，即经拉布楞代放

池哇，五年一届，并着则盖分送沙沟、拉卜楞各分子

五个，黑错分子四个。此为古的仓评议”。

③　胡小鹏、高晓波：《“角色理论”视野下的藏边民族纠

纷解决机制》，《西北师大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④　（清）李慎： 《论办河南番务函札》，甘肃省图书馆藏，

索书号：６２９．６５／２９２，第３４页。

⑤　（清）张大镛：《办理河南野番禀详底稿》，甘肃省图书

馆藏，索书号：６２９．６５　３０９．０１，第３５页。

⑥　（清）龚景翰纂修：《循化厅志》卷８，青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

⑧　《循化厅详报处理中库番子与孟达山撒回争斗禀》，青

海省档案馆，档案号：７－永久－３０９４。

⑨　《循化厅为沙沟与卡家寺争佃上宪台的禀》，青海省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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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馆，档案号：７－永久－２９４５。

瑏瑠瑏瑢　 《循化同知为调节卡家、隆哇番案给隆务寺昂锁等

的谕》，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６－永久－２６８。

瑏瑡　《循化厅为调节卡家、隆哇番案给阿让丹坝喇嘛、买吾

红布等的谕》，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６－永久－２６８。

瑏瑣　《拉卜楞寺僧俗民众控诉马麒电》，甘肃省档案馆，档

案号：８８－１－２９。

瑏瑤　《执政秘书厅就查办残害番众事致镇守使马麒电》，甘

肃省档案馆，档案号：８８－１－６３。

瑏瑥　《董士恩为马麒与拉卜楞纠纷中央派陆洪涛查办等事

电》，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号：８８－１－２６。

瑏瑦　《陆洪涛就甘宁海镇守使马麒残害拉卜楞寺藏民案致董

士恩电》，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号：８８－１－５１； 《陆洪涛

就马麒带队赴寺残害番众焚烧寺院调查处理情形致董

士恩电》，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号：８８－１－６３。

瑏瑧　《甘肃省参议员宋堪布关于解决禅定寺与洮岷保安司令

部纠纷的四点意见》，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号：４－１－
３７９。

瑏瑨瑐瑨　 《关于被告杨占仑、麻周因争夺草山谋杀人命等情

一案的判决书》，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号：４－６－４０２。

瑏瑩　《隆务昂锁等为与蒙古郡王冲突的具结》，青海省档案

馆，档案号：７－永久－４３９４。

瑐瑠　周希武： 《玉树调查记》附录一 “番例六十八条”，青

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瑐瑡　《西宁府为查办中库、孟达争山一案情由的详》，青海

省档案馆，档案号：７－永久－３０９６。

瑐瑢　《陆洪涛林锡光就拉卜楞寺与刚叉寺械斗处理情形致董

士恩电》，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号：８８－１－５０。

瑐瑣　《岷县专署关于拉寺与上阿坝之纠纷给甘肃省政府的

电》，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号：４－２－５０６。

瑐瑤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松潘上阿坝与拉卜楞纠纷调查给

甘肃省政府的电》，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号：４－２－５０６。

瑐瑥瑐瑦瑐瑧　 《答疑处理上阿坝纠纷办法请核示由》，甘肃省档

案馆，档案号：４－２－５０８。

瑐瑩　周星： 《习惯法与少数民族社会》， 《云南民族学院学

报》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瑑瑠　《番例条款》（手抄本，第５页），甘肃省图书馆，索书

号：６７６．５８　５０４。

瑑瑡　《番例条款》 （手抄本，第１０页），甘肃省图书馆，索

书号：６７６．５８　５０４。

瑑瑣　《查办番案委员等会衔报会办循化保安狼家、双朋争山

案的详报》，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７－永久－３０２２。

瑑瑤　《循化厅同知黄为遵化旦仓调解给双朋红布番目老人等

的谕》，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７－永久－２６７０。

瑑瑥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８７页，胡大浚主编
《西北行记丛萃》本，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瑑瑦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８８页。

瑑瑧　《玉树调查记》引嘉庆十四年西宁办事大臣文孚奏疏与

部议结果。

瑑瑨　《循化厅于光绪六年五月十八日批郡王的禀》，青海省

档案馆，档案号：７－永久－４３９１。

瑑瑩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２３页。

瑒瑠　参见 《舟曲永垂不朽碑》，吴景山编 《甘南藏族自治州

金石录》，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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